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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语义学刍议

冯　 天 瑜

世界近代化运动肇端于西欧北美，其他地区的近代化过程固然各有内部因缘，但都是在

西方入侵并提供文明示范的情形下得以展开的，被称之“汉字文化圈”的东亚也不例外。西

学东渐构成东亚近代文化的一个推进因素，对译西学概念的汉字新语（包括自创新词翻译西

语和借旧词翻译西语）成批涌现，成为东亚近代文化的重要表征，它们记录了汉字文化在古

今东西大交会的转型时代的运行轨迹，因而也为中、日、韩等东亚学者和西方汉学家的研究

兴趣。

2005 年夏天，在地处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举行了“东亚诸概念国际学

术会议”，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日本、韩国、欧美的学者，从历史的、文化的视角，对近

代诸概念的生成、演变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2006 年 12 月，在武汉大学举行“历史文化语

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过半年，在新的研习基础上召开的这次京都会议，是此一论题的

继续与拓展。

人类被称之为“语言动物”，语言是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现象，故语言从来与历史

及文化脱不开干系。而在构成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三要素中，语义的历史性和文化性又

最为深厚。“语义学”是研究词语意义的学问，我国传统称“训诂学”。用通俗的话解释词义

谓之“训”，用今语解释古词语谓之“诂”，清儒将这门解释古书中词语意义的学问发挥到极

致。我们今天研习的“语义学”，承袭训诂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又赋予现代

语用性与思辨性，较之偏重古典语义的训诂学，其探讨领域更为深广，包括字音、字形与意

义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义构成的因素、语义演变的法则等等都在其研讨范围。而

这种研究既然与“意义”发生关系，也就必然与历史及文化相交织，因为“意义”深藏在历

史与文化之中。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学者多由个案考察入手，也有的在综合论析上用力，都是

试图从历史的纵深度和文化的广延度，考析词语及其包蕴的概念生成与演化的规律。陈寅恪

“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名论，昭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精义。我们探讨

时下通用的关键词的演绎历程，其意趣并不止于语言文字的考辨，透过运动着的语言文字这

扇窗口，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文化的壮阔场景，故这种考辨展开的将是婀娜多姿的文化史。这

一艰巨而饶有兴味的工作，显然需要多学科的学者联手共进，相得益彰，决非仅属某一单科

的禁域。这次我们相聚京都，便是多学科学者共商“历史文化语义”生成及演化的一次盛会。

语言三要素中，语义与历史进程联系最为密切，因而最富于变异性。语义的与时偕变，

在近现代这个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其显著和繁复。人类社会从中古走向近现代，经历着一个

从农本到重商、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伴随世界统一市场及世界文化的逐步形成，各民

族、各国度之间交往（包括物质交往、精神交往、语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有着空前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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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这种交往的主要动力源，曾经是率先产生资本主义的西欧、北美（合称西方）。西方

借助创造工业文明获得的优势，用商品、资本、武力等物质力量征服异域，并将西方精神传

播全球。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表达工具的西方词汇，特别是作为近代诸学科发展产

物的西方术语，随之散布天涯海角，形成覆盖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非西方民族与国家

对此作出既拒且迎的双重反应。汉语汉文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独树一帜的语文，在迎受西

方语汇的过程中，虽然有过“深闭固拒”的表现，但大势则是“兼收并蓄”，在收、蓄间又

呈现十分错综的状貌，仅以对外来概念的的译述方式而言，不仅有音译（“逻辑、布尔乔亚”

之类），还更多地采用意译（与前引音译词对应的意译为“论理学、资产阶级”）。音译不会引起

词义错位，却也未能给译词提供意义支撑，其含义只能在词形以外另加注入 ；意译则借助汉

字的表意性，由词形透露词意（所谓“望文生义”），为熟悉汉字文化的人们所乐于采用。意

译方式除创制新词（如哲学、美术、体育等）对译外来词外，更多地是以汉字古典词（如革命、

共和、科学、封建等）作为“格义”工具，通过借用并引申古典语义，表述外来概念，这就

将渊深宏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今用译词，同时也导致异文化交接间的矛盾，构成复杂的古

与今、中与外的概念纠结与融会问题。

在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组成的汉字文化圈（朝、越文字近代改革后已脱离汉字

文化圈），词语的跨文化旅行古已有之，主潮是从文化高势位输往文化低势位，如古代中国

语汇曾大量进入日本；至近代，词语的跨文化旅行方向逆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译述西学有

成，大批日制汉字词涌入中国，若干新概念主要沿着“西—日—中”走势传递。这种概念的

对接与转换，颇有成功之作，恩惠后人多矣；但在对接时如果忽略了异语文在背景、内容及

表达方式上的差别，轻率类比、妄加附会，也可能留下败笔，贻误广远（“封建”的滥用即为

一例）。诸如此类纷繁多致的语文演绎状态及其所包蕴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正是历史文

化语义学所要着力研讨的对象。

20 世纪 70-80 年代，原籍巴勒斯坦、长期任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华·赛义德（1935

-2003）在《东方学》（王宇根中译本 1999 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文化与帝国主义》（蔡源林中

译本 2001 年台湾立绪公司出版）等论著中，提出“后殖民话语”问题，并在这一框架内探讨

思想及词汇的“旅行理论”。作为生活在西方的东方裔知识分子，赛义德对思想及词汇的“跨

文化旅行”有着敏锐的感受，他在《世界，文本，批评》中将这种“旅行”分为四阶段 ：

一、出发点，在那里思想得以降生或进入话语；

二、通过各种语境压力，思想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新的重要性 ；

三、在那里遇到接受条件或抵抗条件，使思想的引进成为可能 ；

四、被接纳（或吸收）的思想，由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时空位置所改变。

近代术语在从原产地（欧美）、中介地（中国或日本）到受容地（日本或中国）的漫长周

游中，也经历着类似赛义德所说的“思想及语言旅行”的几个阶段，在中介地和受容地遭遇

接受条件或抵抗条件，获得“新的重要性”和“新的用法”，成为汉字文化圈词汇的新成员，

故被称之“新学语”（简称“新语”）。王国维 1905 年曾将“新语之输入”称之近代最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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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象，认为“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百年过去，王先生高度肯认的“新

语之输入”有增无已，而诸如“科学、民主、自由、经济、文学、艺术、封建、资本、教育、

新闻、物理、化学、心理、社会、革命、共和、政党、阶级、权利、生产力、世界观、社会

主义、知识分子”等许多关键词的确立，都是在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语用过程中实现的。

这些充当诸学科关键词的汉字新语，词形和词意大都受到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的双重影响，

日本因素也参与其间。故追溯汉字新语的源流，考察作为现代人思维纽结的新概念的生成机

制、发展规律，将展开中—西—日文化三边互动的复杂图景，彰显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网络状

（并非单线直进）历程。“历史文化语义学”正从这里展开其曲折有致、绚烂多彩的英姿。

当下的东亚，随着社会及文化现代转型的展开，正进入一个概念嬗变的新阶段，这包蕴

着对传统语义的深度开掘与对外来语义的广泛汲纳，而二者间的互动，达成古与今、东与亚

语义的涵化。这正提供了研究工作的广阔天地。

期待着我们的会议展开富于创识的讨论，加深学者间的友谊与合作，以推动历史文化语

义学的进步。




